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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视野下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审美观照
———以《红高粱》、《丰乳肥臀》、《蛙》为视点

* ?

刘 欢

(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塑造了许多真实可感的女性人物群体形象，

尤其是以我“奶奶”、“母亲”、“姑姑”等一系列的女性形象，给人印象深刻。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视角

出发，以这三位女性为研究视点，来挖掘她们在作品中是如何被塑造以及她们身上的审美成因。莫

言的小说从女性的角度来进行创作，描绘了女性生存的各种状态，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同时也

揭露了女性自身矛盾复杂的一面，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当代小说关于女性群

体形象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化审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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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中，莫言是一位个性独特、视角新异

的小说家。在莫言小说的人物长廊里，女性形象的

刻画无处不在，她们往往是小说写作的“中心”，而

且每一位都性格鲜明，让人过目不忘。由于篇幅的

限制，笔者主要选取了反映莫言创作最具代表性的

不同阶段作品《红高粱》、《丰乳肥臀》、《蛙》为研究

视点，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这三部作品的代表女

性戴凤莲、上官鲁氏、“姑姑”的审美特征及其成因，

进而指出莫言笔下女性人物形象矛盾复杂的一面。

一、精神分析视野下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认为人的

心理包含三个部分，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之后

在对早期理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重人格结

构学说，他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这三个部

分构成。本我完全是无意识的，基本上由先天的各

种性本能和欲望组成，包含着原始的本能冲动与能

量，奉行的是快乐原则，它是种不顾及任何理性和伦

理道德的约束而渴望发泄的本能冲动。自我代表理

性，是按照现实原则来调节和控制本我活动，压抑本

我的非理性冲动，奉行的现实的原则。超我代表社

会道德标准，是一种理想化的、受伦理道德影响的自

我，它要求自我约束本我的各种非理性的本能冲动，

使其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奉行的是理想的原则。
自我出自本我，超我又出自自我。因此，我们可以看

出本我、自我与超我并不是彼此绝缘，相互分离的，

它们只是用来宏观判断其在人身上不同阶段中某种

状态的一种方法。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无不体现着

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的三种状态，《红高

粱》中戴凤莲野性十足、敢作敢为，反叛封建传统追

求自我解放，她是自由世界的营造者，体现着“本

我”的状态;《丰乳肥臀》通过“借种”怀孕生育这一

行为生动描绘了上官鲁氏在反叛传统和受制于传统

之间游离的复杂心态，显示了她按照“现实”原则来

进行自我约束; 《蛙》中最后部分集中笔墨叙述了

“姑姑”的自我忏悔意识和赎罪行为，按照“超我”的

原则刻画了一个理想化、道德化的“姑姑”。
1． 戴凤莲———崇尚自由、追求自我解放的叛逆

女性

小说《红高粱》中的“我奶奶”戴凤莲是一位传

统社会里的旧式女性，本应遵循着传统社会“三从四

德”的伦理要求，听从父亲的安排嫁给大财主单家有

麻风病的儿子单扁郎，走完她的一生。然而，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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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看到的戴凤莲是渴望嫁给一个强壮的男人，

这与她内心的愿望截然相反，并且对她来说更是一

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面对残酷的现实，戴凤莲

没有选择逆来顺受，她没有根本自主选择的权利反

而激起了她灵魂中强烈的对自由追求的意志，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残酷的生存境遇为戴凤莲此后反叛传

统伦理的一系列行为埋下了伏笔。于是，在小说中

我们看见戴凤莲出嫁的时候怀揣着剪刀，在迎亲的

时候与救她的轿夫余占鳌暗生情愫，到了单家的时

候坚决不让麻风病新郎碰自己。可以看出，在本我

自然冲动的支配下，戴凤莲选择了反抗，追求自我。
如果说戴凤莲是被逼无奈之下为了保护自己所采取

的行动，那么戴凤莲和余占鳌光天化日之下在高粱

地里的“野合”则表现出她对传统贞操观念、父权和

夫权的反抗。小说中仅仅三天之后，在回门的路上，

余占鳌用一只有力的胳膊将戴凤莲劫进高粱地里，

戴凤莲没有选择挣扎也不愿意挣扎，相反她抬起了

一只胳膊抱住余占鳌的脖子，好让余占鳌抱得更轻

松一些。本我的行为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原始性的

特征，在“快乐原则”的驱使下追求自己的本能欲

望，并不考虑太多的现实情境的要求。就这样，小说

中戴凤莲毫无顾忌地跟这个只见过一次的男人在高

粱地里激情野合，全身心投入并没有感到一丝羞愧。
在这次事件中，戴凤莲脱掉了传统妇女所谓的贞节

和操守这层伪善的纱衣，遵循着自己本心的诉求，主

动选择对生命的迎合，我们看到的戴凤莲不是一位

被胁迫的女性，而更像是一位合谋者。小说读到这

里，我们会发现作者对戴凤莲的描述并没有贬低之

情，相反，他极大地赞扬了她勇敢追求自主爱情的大

胆行为，敢于与现实对抗，冲破现实的束缚，毫无顾

忌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意在张扬女性身体

里原始的冲动和生命的本能。
在戴凤莲面临死亡的时候，小说中写到了她对

上天的发问，她说贞节、善良、邪恶她全部不知道，她

只知道自己喜欢幸福、崇尚力量、追求美丽，只知道

女性的身体是属于女性自己的，谁也不能剥夺女性

决定自己的权利，女性的权利应牢牢掌握在自己的

手中，什么罪恶和惩罚她统统不怕，也不怕将来归去

进什么十八层地狱。可以说这段直白的发问是她对

自己一生的概述，强烈地谴责传统社会伦理道德对

女性的压迫和束缚，勇敢地呐喊“我的身体我自己做

主”。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小说的结尾中表达了对戴

凤莲的敬佩之情，作者认为戴凤莲什么事都敢做只

要她心甘情愿，不仅在抗日的时候积极奉献出自己

的力量成为女英雄，而且在追求个性解放、女性独立

的这方面她是女性的楷模。至此，我们会发现作者

极力欣赏和高扬戴凤莲身上那种大胆追求自我命

运、自由爱情和自由生活的精神，而女性浓烈情欲象

征的原始生命力量则在小说中得到尽情地挥洒，再

一次印证了戴凤莲身上自始至终都按照“本我“的

状态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2． 上官鲁氏———穿梭于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大

地母亲

小说《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原名鲁琏儿，出生

后父母在战乱中死去，由姑妈抚养成人。在婚嫁选

择配偶上，上官鲁氏听从了姑姑的安排嫁给了以打

铁为生的上官家，不幸的是结婚三年，上官鲁氏始终

不得生育，便屡屡遭受婆婆的辱骂和丈夫的欺凌。
当满腹屈辱的上官鲁氏回到娘家时，本想得到娘家

人的抚慰与同情，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娘家的姑姑

竟然站在婆婆的角度说话，说上官家婆婆并不是苛

责，娶儿媳妇就是为了传宗接代。从姑姑口中这番

话可以看出传统社会里不仅男性把女性当作生育的

工具，女性也理所当然自觉地把自己能生育当作自

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为了能让上官鲁氏怀上孩子，

她的姑姑想尽各种办法。她的婆婆甚至直接这样告

诉她“菩萨显灵天主保佑没有儿子你一辈子都是奴;

有了儿子你立马就是主。”此后上官鲁氏坚信，为上

官家生下一个儿子是自己在婆家安身立命的必要条

件。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上官鲁氏选择了用

“逆天理反人伦”的“借种”行为来改变自己当前窘

迫的生存境遇，她先后和自己的姑父等人发生性关

系生下了七个女儿，最后和传教士相好才生下了龙

凤胎上官玉女和上官金童，就这样上官鲁氏摇身变

成了上官家的女主人。上官鲁氏开始了她漫长的

“借种”怀孕生育之路，小说中除了第一次失身于她

的姑父和之后被迫被四个败兵轮奸外，她都努力积

极地去寻找能够带给她生育的男性，这些男性不仅

身强力壮而且充满着欲望。
传统的儒家伦理文化一直在中国社会盛行，它

们犹如无形的镣铐束缚着中国女性。自古以来，女

性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必须坚守妇道，只有坚守妇

道她们才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妇女要想在家庭中

立足，就必须为家族延续香火。无论是在现实的生

活中还是在虚构的文学作品里，和上官鲁氏境遇相

同而选择逆来顺受的女性也屡见不鲜。面对无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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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丈夫，迫于婆婆的千般指责，接踵而来的周边

社会环境的异样眼光，上官鲁氏并没有就此妥协，相

反为了应对悲惨、毫无人性可言的生存环境，她出于

本能的自我求生存的需要选择了反叛传统伦理道

德，向其他男人“借种生子”。小说中上官鲁氏的

“借种”怀孕行为就是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结构学说

中“自我”的真实写照，生命的本能欲望在理性现实

中的绝望挣扎。自我生存需求的满足是上官鲁氏本

能欲望和冲动，而在社会道德伦理的理性现实约束

下则要求上官鲁氏放弃“借种”行为，“自我的现实

性处于欲望和理性现实的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自

我必须寻找满足本我需要的事物，另一方面满足本

我需要的事物不能违反超我的规定。”［1］上官鲁氏

就是这样穿梭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痛苦抉择中的自

我，在这种矛盾纠结的状态中，她最后义无反顾地选

择了用“反传统行为”来完成自己的“传统使命”。
由此可以看出，上官鲁氏在有意识地顺从封建道德

观念的同时，走上了一条无意识的叛逆之路，用自己

的“失贞行为”嘲讽了肮脏的世俗，在绝望之中为自

己求得了生存的缝隙。
3．“姑姑”———无处安放灵魂的自我救赎者

小说《蛙》中从事妇产科接生工作的乡村医生

“姑姑”拥有两种矛盾的身份，一种是“天使”，一生

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是“高密东北乡

圣母级的人物”; 一种是“恶魔”，坚决执行计划生育

国家政策，曾有数不清的成形与未及成形的胎儿被

其亲手扼杀，一度被周围人妖魔化称之为“杀人妖

魔”。然而，这一切对于“姑姑”来说必须做到平衡

统一，因此小说中的“姑姑”一生都活在无法逃脱避

免的极度矛盾于痛苦之中。可以说整部小说都是作

者按照“理想的原则”来刻画“姑姑”这一形象，“姑

姑”虽然处于极度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但是小说的最

后“姑姑”强烈地忏悔、赎罪意识，无不体现着“姑

姑”，企图回归现实，一切都在社会道德规范许可范

围内进行，追求一种理想化、道德化的“超我”状态。
小说后半部分集中笔墨描写了“姑姑”救赎的

漫漫长路。人作为一种复杂而又高级的动物，是一

个有血有肉的人，集善与恶于一身。作为凡人的“姑

姑”也亦如此，“接生”与“断生”的过去种种经历使

得“姑姑”的善不能原谅自己的“恶”，成为了“姑姑”
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无法摆脱。退休当天晚宴之

后回家的路上，她路遇一群纠缠自己的青蛙，小说中

集中地描写这群青蛙的鸣叫声，说它们的叫声带有

怨恨和委屈，让人听了容易联想起曾经被“姑姑”亲

手扼杀死去的婴儿们，连绵起伏地叫声像是这些死

去的婴儿们集体发出来的控诉。“青蛙们的集体鸣

叫”让她静下心来反思自己过去的种种行为，并且开

始怀疑自己过去一直坚信的信仰和自己所做的事

业，就这样“姑姑”陷入了“忏悔”之中，挣扎在“救

赎”的边缘之上。婴儿般哭泣的声声蛙鸣唤起了

“姑姑”深埋在内心的恐惧，她为自己曾经所做的一

切感到痛苦，认为那些小东西像极了向她索命的小

娃娃，从而惊慌失措，仓皇而逃。此时已步入老年的

“姑姑”顿时焦躁不安起来，想尽各种办法来赎罪，

寻找一条解脱之道。于是我们看见小说中五十多岁

的“姑姑”嫁给如同女娲造人一样用生命捏制泥娃

娃的艺人郝大手，“姑姑”选择从头开始亲自学习制

作泥娃娃，并循着自己的记忆捏制那些曾经在自己

手下死去的“婴儿们”，她为这些“婴儿们”重新命

名，为他们编造各自的人生经历，重新赋予那些死去

的婴儿以新的生命。小说中的“姑姑”每天虔诚地

为这些泥娃娃上供、烧香，以求他们的灵魂都得到安

息，到他们该去的地方轮回转世。毋庸置疑，“姑

姑”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忏悔中度过自己的后半

生，一直努力挣扎并寻求自我救赎的困境。纵观整

篇小说，“姑姑”是一位复杂矛盾的女性形象，她的

生命张力在作品中得到有效地表达，在小说的最后

通过漫长的救赎之路，再一次彰显了她对生命的敬

畏和美好期待。

二、莫言笔下独特女性形象的审美成因

1． 浓郁的乡土熏陶

提到莫言，人们就会想起他笔下的“高密东北

乡”，可以说莫言的所有小说创作都离不开他对故乡

的描述和想象。“高密东北乡”与莫言息息相关，可

以说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是“高密东北

乡”成就了莫言。莫言在高密出生，之后在高密成

长，一直到二十岁那一年才离开，可以说他是在农村

里度过了自己前二十年的人生生活。莫言曾经说过

一个作家能写什么能怎样写，大概在他二十岁以前

就基本决定了，刚开始写作时，一般都是写熟悉的生

活。他自己坦言二十一岁当兵离开家乡，从事写作

是在当了三四年兵之后，虽然部队的生活体验过了

解一些，但是让他刻骨铭记的记忆还是要回到当兵

之前，也就是生他养他的高密东北乡。具有永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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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魅力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欣赏和理

解，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表现了人类的原型

经验，沟通了人与人之间的最深层的精神联系。精

神分析学家荣格认为无意识包括个人无意识和集体

无意识，作为集体无意识结构形式的原型就是祖先

反复体验过的精神模式在我们心灵上的沉淀物。
“它既不产生于个人的经验，也不是个人后天获得

的，而是生来既有的。”
有学者指出，“高密东北乡既是作家故乡的‘肉

身’，也是莫言系列作品发生背景的文化代码，因而

有着‘被理想化’以后的至高无上的现实与文学的

双重意义。”［2］莫言自己也曾坦诚高密东北的农村

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小说中发生的故事、塑造的

人物形象以及表达的语言都离不开这段农村生活经

历，可以说高密东北乡既是他创作小说的出发点，也

是他迈向新人生的出发点。莫言作品中充斥着浓浓

的乡恋情结，他的一系列作品都是以高密东北乡为

故事背景，人物塑造根植于故乡，从不同的角度来反

映和诠释高密东北乡人民的精神风貌和风俗生活，

成就了其作品的深刻独特之处。
2． 深沉的童年经验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童庆炳先生曾指出，“童年经

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 ( 包括从幼年到少年) 的生活

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

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3］他认为

艺术家的生成体验离不开作家的本人的童年经验，

童年经验能够影响作家的个性、气质的形成，进而影

响到作家的作品风貌。童庆炳先生不仅意识到童年

经验对创作的影响，而且他还对童年经验进行划分，

认为有丰富性经验和缺失性经验两类。“所谓丰富

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幸福，物质、精神两方面都

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生活充实而绚丽多彩。所

谓缺失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不幸，或是物质匮

乏，或 是 精 神 遭 受 摧 残、压 抑，生 活 极 端 抑 郁、沉

重。”［3］他指出作家创作的动力都离不开这两种童

年经验，并且认为缺失经验比丰富经验更能激发作

者的创作动机心理。
纵观莫言的小说，其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都与

他童年生活的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莫言回忆自己

的小学生活时，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男性对他的欺

凌和女性对他的友好，有因为谩骂校长地主老财主

而被开除学校，有在生产队劳动时偷萝卜而被批斗，

还有因为犯事回到家被父亲和二哥揍了个半死等

等，在他的记忆里，男性总是严厉的，而女性总是善

良的，充满关怀友好。与此同时，童年时期生活的艰

辛让他目睹了落后农村中女性生活的苦难，在这种

情境下，他自然地将自己和悲惨的女性联系在一起，

以饱含怜悯同情的眼光来关怀这些受苦受难的女性

群体。曾经有许多读者和批评家质问莫言，“为什么

他的小说中女性总是一种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感

觉，女人包容一切、创造一切，而男人留给他们的印

象则是病态的、羸弱的、破坏的。莫言回答之所以这

样可能来自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每当遇到重大问题、
家庭生活里出现重大转折以及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时，女性的表现———母亲和奶奶的表现，总比父亲和

爷爷要坚强。”［4］弗洛伊德认为，文艺本质上是被压

抑的欲望的无意识本能的满足的一种“升华”，文学

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某些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

现的欲望，文艺的功能就是一种补偿作用，人们从事

艺术活动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缓解得不到满足

的欲望。由此可见，童年时期的经历和感受一直影

响莫言的情绪与写作，在小说的世界里他找到了情

感宣泄和排解的出口，通过对女性丰富的联想与想

象，他把自己对“母亲”乃至女性的依恋和崇拜之情

通过文学创作释放出来。
3． 浓厚的生命意识

生命崇拜意识深深地根植于莫言的思想中，几

乎贯穿莫言所有的作品，尤其以女性崇拜为主，表达

对她们的讴歌赞美之情。有学者指出，“莫言的‘中

国乡土’尽管不等于‘乡土中国’，但那些生活在‘中

国乡土’的‘乡里乡亲’无疑具有很强的聚焦功能，

拥有极其明确和相对稳定的中国作风和特色。透过

莫言笔下那些家亲、族亲和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与生

死抉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与尊严，它所

蕴涵的深沉的生命崇拜意识能够异常有力地刺痛读

者的神经，引发文明人类的共振与同情。”［5］莫言坦

言自己是女性崇拜者，他认为大多数男人都有恋母

情。处于政治相对紧张的社会处境下，家里生活非

常艰难，莫言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也是

最深的，他极度缺乏安全感，总想躲到母亲的怀抱里

寻求庇护，他自己说这导致他对母亲的依恋远远超

过了他对哥哥的依恋。莫言认为在他的生活中他强

烈地感受到女性的精神力量要比男性的精神力量强

大许多，每逢重大的历史关头和特别危急的时刻，女

性由于自身母性的力量往往能够表现得比男性从容

淡定，这种母性力量的存在能够使女性有勇气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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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然而这是男性所不能拥有

的，因此女性往往在此刻变得非常坚强和勇敢。当

然，父亲身上的父爱我们也不能忽视，然而这与母爱

的分量不一样，父亲也可以像母亲一样在危机的关

头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但这种保护的欲望是后天

教育形成的，后天的教育要求男性保护自己的子女，

而母亲的保护欲则是原始的和本能的。可以说，怀

揣着强烈的“恋母情结”，莫言完成了《丰乳肥臀》这

部小说，小说为我们刻画了一位受尽苦难、顽强生存

下来的坚忍而博大的大地母亲，表现出他对广博母

爱的赞颂。

三、莫言小说女性形象的文化审美意义

1． 莫言小说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突破

女性群体形象的成功塑造是莫言小说的一大亮

点，小说中对于女性鲜明个性的勾勒以及她们经历

的传奇人生的描绘，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女性的认知。
通读他的小说，我们会发现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传

统女性在这里荡然无存，而狂野不羁、大胆叛逆则是

其笔下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征。莫言站在女性的角度

重新塑造这些新型女性，这些新型的女性面对不合

理的伦理道德秩序不再忍气吞声、屈服妥协，相反她

们勇于挑战男权、追求自我。她们不再是依附在男

人身上的附庸品，而是充满独立意识，是顶天立地的

“大女人”。小说中女性勇于追求自我的精神并没

有因为自己身份的卑微和命运的无常而就此黯淡，

相反旺盛的生命力欲求激发出她们灵魂里的自我和

自主意识，从而刷新了我们对传统女性的认识，实现

了对传统女性刻画的突破。
除此之外，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也突破了单纯

的“扁形人物”的描写方式，取而代之是“圆形人物”
的描写方式。传统女性不是作为“天使”就是“妖

妇”这种简单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读者很容易将她

们辨别开来。然而，在莫言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其女

性形象很难以用“天使”或者“妖妇”来进行粗略的

概括，相反我们领略到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叛逆女

性。对戴凤莲、上官鲁氏、“姑姑”等莫言创造的这

类女性而言，她们既有传统的一面，也有反传统的一

面，既邪恶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在小说中，莫

言通过制造各种大大小小的情节事件，描写了她们

处在艰难的生存现境遇中痛苦挣扎、不断勇敢反抗

的人生历程，挖掘她们身上的人性光辉，为我们勾勒

一群集“天使”与“妖妇”于一身的复杂矛盾的女性

形象，让我们不禁对她们又爱又恨。如果不是这种

矛盾复杂的人物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我想作为读者的我们是不会将她们牢牢地铭记于

心，并为之钦佩和震撼。
2． 莫言小说女性形象的审美文化价值

通读莫言的小说，我们会发现莫言对女性的塑

造瓦解了我们对传统女性人物的审美，不仅仅是审

美精神和审美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我们深深感

受到女性人物身上的穿透力量和坚韧的精神。其小

说中的人物都具有原始的生命力，带着对人生的思

索，带着对人性的拷问，表现各自生存挣扎的本真状

态。他笔下的女性不再是我们所认识的林黛玉式柔

弱纤细的弱美审美形态，不再贴有“贤妻良母式”的

类型化标签，相反这些女性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幸

福，在爱情里她们掌握着绝对主动权，充满了英雄激

情和豪放气息，可谓是花木兰式的壮美审美形态。
有学者指出，“莫言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身上都涌

动着一股强烈的叛逆精神，她们对传统秩序怀有强

烈的反抗意识，并从传统社会的最基本的要素开始，

解构和颠覆传统家庭秩序、社会文化结构。”［6］通过

对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女性生存的坚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她们在苦

难的反抗中闪烁着生命的火花，这对现代女性张扬

主体意识，肯定自我价值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莫言的作品以男性创作视角来观察记录身边的

事物，通过描写女性形象来传达自己对中国乡土的

人文关怀，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

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他的高密东北乡、他的母亲和

姑姑等是他创作的灵感和源泉，从女性的立场出发，

去感受她们丰富的个性和情感体验，并用女性独有

的敏锐眼光去衡量和审视她们的生命价值，把握她

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关注她们的历史存在。
莫言跨性别的视点不等同于“女性”角度。有

学者指出，“莫言在女性形象的建构过程中虽然不能

完全像女性作家那样完全回归到女性本位上来，但

是他没有将男性把握的外部世界强加于女性人物身

上要求她们在男性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下去改造

女性自身，相反莫言尝试着从女性的角度去考虑追

求解放与自由的另种意义，尽量摆脱世俗大众对女

性的歧视和过分狭隘的言论。”［7］因此，我们会发现

莫言小说对于人性善与恶、美好和肮脏的描绘跨越

了性别、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其笔下的人物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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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世界性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隐喻，能够引起不

同文化之间的共鸣，也让其作品能够更好地走上世

界文学的大舞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言的作品

区别于既往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在于其“民族指

纹”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种“民族指纹”形式既有

利于中国当代文学新局面的展开，又丰富了当今全

球文学的中国经验和东方想象。

四、结语

从精神分析视野角度来观照莫言小说中的女性

形象，可以发现其笔下女性形象颠覆了我们对传统

女性形象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挖掘了女性身上

矛盾复杂的一面，她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她们是流

动、不断变化发展的“圆形人物”。莫言怀着人文关

怀的情感，积极主动参与女性建构，以其细腻的笔触

勾勒出他思想中的女性世界。莫言笔下的女性超越

了一般的女性形象，显示出强烈的独立意识和鲜明

的个性意识，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貌，为以后女性形

象的建构提供了深刻、独特的文本价值。

参考文献:

［1］ 周艳敏．“野”与“性”: 生命的自由与奔泻—论莫言笔

下女性艺术形象［D］． 广州: 暨南大学，2008．
［2］ 龚举善． 莫言的乡土记忆与文学能量［J］． 青海社会科

学，2013，( 1) : 163 ～ 167．
［3］ 童庆炳． 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 文学

评论，1993，( 4) : 54 ～ 64．
［4］ 莫言． 痛苦、爱情与艺术［M］．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2．

36．
［5］ 龚举善． 莫言的“民族指纹”［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 － 11 － 12．
［6］ 陈俐，李家富． 莫言笔下跨性别视点的女性形象解读—

以戴凤莲、上官鲁氏、孙眉娘为例［J］． 名作欣赏，2015，

( 9) : 7 ～11．
［7］ 陈顺馨． 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 北京: 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7． 33．

责任编辑: 余朝晖

( 上接第 67 页) 美诗坛开拓了一种新境界，而且这种

创作理念反过来又对中国正在尝试中的新诗运动给

予积极的影响。从中国现代新诗的接受可以看出，

莲花这个古典意象仍焕发着迷人的现代活力。它也

说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丰富的宝藏和巨大的生命

力，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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